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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宽带中国”战略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叠加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

要。 基于 2006—2021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空间双重差分法等实

证研究“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且提升作用强于单试点政策;(2)双试点政策能通过促进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提

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3)双试点政策在提升本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同时,也能赋能邻近城市减污降碳;

(4)高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高经济发展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受双试点政策的影响

更强;(5)先成为低碳城市再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更大。 研究表明,应重视政

策叠加释放的巨大效能,发挥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潜能,在因地制宜开展减污降碳工作的同时充

分发挥城市间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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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问题日益严峻,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已逐渐成

为我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1] 。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

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 国际能源署( IEA)发布的《2023 年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33. 69%,占比较大,基于

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根同源的性质[2] ,协同推进降碳和减污工作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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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关于“宽带中国”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具体包括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3] 、就业[4]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5] 、能源强度[6]和碳排放[7]等因素的探究。 由于“宽带中国”
战略是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项早期尝试,部分学者又依托“宽带中国”战略研究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产生

的一系列影响,例如:程广斌等研究分析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8] ;Sun 等研

究分析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减轻城市“资源诅咒” [9] 。 关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研究主要围

绕碳排放展开,选取的指标包括碳排放量[10] 、碳排放强度[11] 以及碳生产率[12] ,这些学者均认为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对碳排放呈显著负向影响;此外,也有学者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13]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水平[14]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15] 。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概念源于伴生效益、次生效益和协同效益,意指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实

施过程中产生了其他环境效益[16] 。 目前,关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研究普遍围绕驱动因素分析和单一

政策展开。 驱动因素方面,人均 GDP、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升级、降水量等均能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产

生影响[17-18] ;单一政策方面,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9]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20]以及用能权交易制

度[21]均能显著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也能通过技术进步、能源结构清洁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间

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效应[22] 。 此外,还有少部分学者从创新型城市与低碳城市试点、排污权与碳排放

权交易政策叠加的视角进行研究[23-24] ,但关于“宽带中国”战略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叠加对减污降碳协

同效应的影响机理仍不明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两个试点政策的效应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

析,但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背景下,尚未有学者将这两种政策叠加分析,以考察其对减污降碳协同

效应的影响。 基于此,拟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等探究我国 2006—2021 年间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 由此,本文可

能的边际贡献为:(1)分析试点政策叠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拓展了现有文献基于单一政策研

究的视角;(2)基于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探究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的作用路

径,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指标进行研究分析的类别;(3)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为进一步扩大双

试点城市范围、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政策背景

为完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发展,2013 年,国务院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

及实施方案》,“宽带中国”战略从局部发展上升至国家层面。 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三批每年确定了 39 个“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 “宽带中国”
战略的实施不仅致力于提升数字化发展成果的应用水平,还对绿色技术创新等产生了影响,使得其与绿

色发展相契合[25]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一项综合性环境政策,旨在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完善低碳产业体系等,促

进绿色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减排和碳排放峰值目标。 立足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特

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0 年、2012 年和 2017 年分三批次确立了广东、辽宁及湖北等试点地区,
持续推进碳减排进程和绿色发展。

(二)理论机制

在推进减污降碳过程中,“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虽各有侧重,但能相互配合发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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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合力,进而实现“1+1>2”的政策叠加效果[26] 。 “宽带中国”战略使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不断融

入日常生活,促使居民消费模式由线下向线上转变,减轻居民因出行消费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随
着宽带网络的发展,具有低碳优势的新业态不断涌现,减少了传统商业模式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碳足

迹,提升了碳排放效率[27-28] ;低碳城市则可以通过推出环境规制政策、设定碳排放目标等措施,有效降

低雾霾污染和空气污染指数,也可以通过倡导低碳生活理念提高公众绿色消费需求,助推绿色产业发

展,降低城市污染[10,13] 。 两个试点政策相辅相成,均能降低城市污染物和碳排放。 一方面,“宽带中国”
战略能进一步提升低碳城市减污和降碳水平,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支持,能够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发展,降低企业间的技术壁垒,打破信息流动的时空限制,促进企业开发、共享污

染减排技术,加强城市污染治理。 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的强渗透性和高技术能放大传统生产要素带

来的产业协同效应,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助力绿色发展[29] 。 另一方

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也能进一步提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减污和降碳水平,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实施下,企业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创新低碳发展基金等支持,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提供

支撑,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也能激发城市绿色制度创新的潜力,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绿色

低碳新思路,助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30] 。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H1:“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除直接影响外,双试点政策也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间接影响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宽带中国”

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

以赋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使城市更好地吸收和整合知识、技术、信息,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另一方

面,网络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强化创新知识溢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水平,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

大量资源消耗问题,为此政府会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积极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缓解创新主体投

入成本约束,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7,31]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

偿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成本效应方面,通过对试点城市企业过度排放进行制裁和惩罚,增加

企业环境成本,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创新补偿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资金支持、投资补助等方式

激励企业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2] 。
绿色技术创新包括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城市绿色转型的

关键助推器。 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是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其可以通过提出具有实质性特点的

技术方案实现技术进步,进而提升碳排放效率、强化污染治理能力;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则更加突出技

术的实用性,其可以通过对现有绿色技术的整合利用,实现技术效率提升,减少碳排放;此外,绿色技术

创新也可以通过推广绿色消费、构建绿色消费数字平台等方式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26] 。 由此,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 H2 和 H3。
H2:“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减污降碳协同

效应;
H3:“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减污降碳协同

效应。
双试点政策不仅可以影响本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还可能对邻近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产生影

响。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浪潮下,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双试点城市与邻近城市的

合作交流。 在双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邻近城市通过合作、模仿等方式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绿

色发展;与此同时,试点城市与邻近城市存在的环境标准差异可能使高污染企业转移至环境标准宽松的

邻近城市,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促使邻近城市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等方式间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缓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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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压力,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33-34] 。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H4:“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够提升邻近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由于两种试点政策分别开展于不同时期,致使传统双重差分模型难以适用,于是本文基于多期双重

差分模型分析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公式如下:
pfcit =α0 +α1didit+α2controlsit+μi+vt+εit。 (1)

式中,下标 i 和 t 表征城市和年份;pfc 表征减污降碳协同效应;did 表征双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某

个城市同时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以及低碳试点城市的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其余取值为 0);
controls 表征控制变量;α1 表征多期双重差分变量的估计系数;μi 和 vt 表征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表

征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pfc):PM2. 5 是我国各城市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参考袁晓玲等

的研究,选择 PM2. 5 表征“减污” [35] ,CO2 表征“降碳”,CO2 参考李红霞等的算法[36] 。 由于二氧化碳和

大气污染物具有“同根同源性”,为更好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参考 Chen 等的方法,引入修正后

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减污降碳协同效应[37] ,公式如下:

C= 1- (U2 -U1) 2[ ] ×
U1

U2
= 1-(U2 -U1)[ ] ×

U1

U2
,

T=αU1 +βU2,α+β= 1,

D= C×T 。

上式中,C 表征耦合度,取值范围为 0 ~ 1;U1 和 U2 分别表征某一城市 PM2. 5 和碳排放量两系统之

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消除原始数据度量单位差异,对 PM2. 5 和碳排放量均进行负向标准化处理;T
表征减污和降碳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 和 β 表征待定系数,由于污染物治理与碳减排同等重要[38] ,于
是赋值 α 和 β 均为 0. 5;D 表征耦合协调度,反映减污和降碳两系统间的耦合关系与协同发展水平,其值

越大,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越强。
2. 解释变量。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虚拟变量(did):城市同时实施两项政策的

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 did 为 1,其余年份则为 0。 此外,为探究双试点政策是否存在“1+1>2”的政策叠加

效果,同时设置单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当城市仅实施“宽带中国”战略(kdid)时,在实施当年及以后年

份赋值 kdid 为 1,否则为 0;当城市仅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时(ddid),在实施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 ddid
为 1,否则为 0。

3. 中介变量。 结合闫华飞等的研究,选取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 fzl)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 szl)为

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分析[26] 。 由于专利授权量较专利申请量更能反映科技创新能力,于是选用绿色发明

专利授权量表征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选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表征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
4. 控制变量。 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均会对污染物和碳排放产生影响,于是结合相关研究,

从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两方面选取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39-40] :经济发展水平( ed),选用人均 GDP 的对

数值表征;对外开放程度(ow),选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征;金融发展程度( fd),选用各城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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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表征;城镇化率(ur),选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程

度(gjh),选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征;年均降水量(aap);平均气温(mat);空气

流通系数(afc)。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6—2021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剔除了毕节市、铜仁市、三沙市等城市,且未涉及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

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低碳城市试点名单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PM2. 5
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CO2 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空气流

通系数来源于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C3S),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经网数据库以及 EPS 数据库,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pfc) 4
 

544 0. 740
 

7 0. 121
 

5 0. 024
 

2 0. 987
 

1

双试点政策(did) 4
 

544 0. 072
 

2 0. 258
 

8 0. 000
 

0 1. 000
 

0

经济发展水平(lned) 4
 

544 10. 471
 

4 0. 697
 

1 7. 997
 

8 12. 295
 

8

对外开放程度(ow) 4
 

544 0. 204
 

1 0. 410
 

6 0. 000
 

0 6. 569
 

4

金融发展程度( fd) 4
 

544 2. 318
 

6 1. 161
 

5 0. 560
 

0 21. 301
 

8

城镇化率(ur) 4
 

544 0. 525
 

1 0. 165
 

8 0. 115
 

1 1. 000
 

0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gjh) 4
 

544 1. 030
 

7 0. 567
 

9 0. 076
 

0 5. 350
 

0

年均降水量(aap) 4
 

544 0. 003
 

1 0. 001
 

5 0. 000
 

2 0. 007
 

8

平均气温(mat) 4
 

544 14. 063
 

6 5. 256
 

6 -1. 141
 

9 25. 726
 

4

空气流通系数(afc) 4
 

544 1
 

278. 922
 

1 493. 935
 

1 290. 710
 

4 3
 

862. 434
 

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为未加入控制变

量以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两列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效应。 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双试点政策均能够显著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假设 H1 得到验证。 就控制变量而言,金融发展程度对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由于各城市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所致;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

放程度、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高级化、年均降水量以及空气流通系数均能显著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企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进出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显现,
进而减少了污染物和碳排放;平均气温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原因是气温变化导致

部分城市出现逆温现象,使得大气扩散能力减弱、污染物集聚和颗粒物浓度升高[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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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pfc)

(1)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pfc)

(2)

双试点政策(did)
0. 014

 

4∗∗∗

(4. 559
 

0)

0. 017
 

6∗∗∗

(5. 515
 

3)

经济发展水平(lned)
0. 028

 

2∗∗∗

(5. 598
 

0)

对外开放程度(ow)
0. 004

 

8∗∗

(2. 078
 

8)

金融发展程度( fd)
0. 002

 

7

(1. 641
 

5)

城镇化率(ur)
0. 059

 

9∗∗∗

(3. 782
 

3)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gjh)
0. 016

 

3∗∗∗

(4. 238
 

4)

年均降水量(aap)
5. 150

 

7∗∗∗

(3. 529
 

5)

平均气温(mat)
-0. 011

 

2∗∗∗

( -4. 942
 

2)

空气流通系数(afc)
0. 000

 

0∗∗∗

(4. 061
 

2)

cons
0. 739

 

7∗∗∗

(1
 

000. 532
 

7)

0. 473
 

6∗∗∗

(6. 920
 

3)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 865
 

1 0. 869
 

1

N 4
 

544 4
 

544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前提,基于 Jacobson 等提出的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

趋势检验[42] ,公式如下:

pfcit = α0 + ∑
6

t = -6
λ tDit + α2controlsit + μi + vt + εit。

上式中,λ t 表征双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Dit 表征一组虚拟变量且取值为

0 或 1,若城市 i 在第 t 年实施双试点政策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其余符号含义同式(1),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 在政策实施前,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应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双试点城市与非双试点城市的减

污降碳协同效应无显著差异,而政策实施后呈现出显著差异,且政策实施后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

效应的影响系数为正并呈逐渐上升态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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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借鉴闫华飞等的研究,采用替换处理组个体进行安慰剂检验,以排除随机因素干

扰[26] 。 为保证研究一致性,首先从样本中随机抽取同实施双试点政策城市个数相同的城市 50 个进行

分析,随后根据基准模型重复 500 次回归模拟,得到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的估计系数,
最后根据估计系数绘出系数估计值的概率密度图(图 2)。 图 2 显示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

响的估计系数值呈正态分布且均落在 0 值附近。 此外,模拟得到的政策结果显著偏离实际政策效应的

估计值(虚竖线),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 2　 安慰剂检验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 PSM-DID)、剔除其他政策干扰、排除

极端值影响以及剔除直辖市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第(1) ~ (5)列所示。 (1) PSM-DID。 为

控制各城市间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差异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使用 PSM-DID 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表明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2)剔除其他政策干扰。
为排除双试点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提升可能源于多个政策共同作用所致,考虑试点同期存在的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基准回归中分别加入这两种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结果显示自

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3)排除极端值影响。 考虑到样本数据极端值可能对

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基于边志强[2]的研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以及所有控制变量均进行前后 1%的缩

尾处理并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4)剔除直辖市。 基

·58·



于裴尔洁和张治栋[3]的研究,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得其与地级市在城市规模、政策力度与环境约束

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在行政级别上同省和自治区相当,为排除直辖市的特殊性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于
是剔除直辖市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PSM-DID

(1)

智慧城市

(2)

碳排放权交易

(3)

排除极端值影响

(4)

剔除直辖市

(5)

双试点政策(did)
0. 008

 

4∗∗

(2. 282
 

9)

0. 017
 

6∗∗∗

(5. 518
 

3)

0. 012
 

6∗∗∗

(4. 039
 

6)

0. 019
 

5∗∗∗

(6. 445
 

1)

0. 017
 

0∗∗∗

(5. 430
 

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 386

 

5∗∗∗

(3. 716
 

0)

0. 473
 

5∗∗∗

(6. 914
 

5)

0. 465
 

9∗∗∗

(6. 839
 

6)

0. 409
 

9∗∗∗

(5. 806
 

1)

0. 482
 

9∗∗∗

(7. 060
 

1)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872
 

9 0. 869
 

1 0. 870
 

3 0. 877
 

3 0. 870
 

8

N 2
 

996 4
 

544 4
 

544 4
 

544 4
 

480

(四)机制检验

为分析双试点政策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作用机制,选用 Sobel 和 Bootstrap 检验法进行探究,结
果如表 4 所示。 Sobel 检验结果显示,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表现出显著的间接效应。 其中,
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值为 32. 77%,高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值 24. 73%,表明相

较于研发周期长、技术革新大、投入成本高的原始创新,以研发周期短、实用性强为特征的二次创新更能

显著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这两种绿色技术创新在 95%显著性水平下的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0。 Sobel 和 Bootstrap 检验法均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

术创新水平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假设 H2 和 H3 成立。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 fzl) 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 szl)

Sobel 0. 003
 

5∗∗∗ 0. 004
 

3∗∗∗

Bootstrap
 

95%
 

CI [0. 000
 

3,0. 005
 

9] [0. 000
 

9,0. 008
 

2]

标准误 0. 001
 

1 0. 001
 

2

P 值 0. 001
 

3 0. 000
 

2

中介效应值 24. 73% 32. 77%

(五)异质性分析

1. 行政等级异质性。 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发展机遇、资源存量、财政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

可能影响双试点政策的促进效应。 参考王淑贺等的研究,将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划分为高行政级别城市,
其余城市划分为低行政级别城市[38] ,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列和第(2)列所示。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

对两种行政级别城市的影响均显著,且对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表明,两种城市的估计系数间存在显著差异。 高行政级别城市通常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拥有丰

富的创新资源、完善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双试点政策实施中提供有力的组织领导和资

源支持,进而发挥先行者作用,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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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禀赋异质性。 由于我国各城市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而资源禀赋的不同会影响资源利用

效率、产业结构等,进而影响污染物和碳排放。 因此,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公布的资源型城市名单,本文将所有城市分为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5 第(3)列和第(4)列所示。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更显著,
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著。 资源型城市属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长期依赖于自身资源

禀赋,污染物和碳排放均有较大改善空间;而非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对高耗能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绿色低碳发展基础较好。 因此,双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更大。

3.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经济发展水平是各城市发展建设的基础,在环境保护、绿色转型等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 参考戴玮的研究,以各年份所有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中位数为划分标准,总值高于中位数

的城市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其他城市则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43] ,回归结果如表 5 第(5)列和

第(6)列所示。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影响均显著,且
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系数间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城市可能会优先保护环境,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会优先发展经济。
4. 工业特征异质性。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带来环境

污染问题。 由此,基于《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 年)》,本文将所有城市划分为老工

业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5 第(7)列和第(8)列所示。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两类城市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均显著,且对非老工业城市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
系数间存在显著差异。 老工业城市主要呈现高能耗、高污染特征,且存在资源依赖和路径发展依赖,产
业结构单一,产业转型阻力较大,进而双试点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改善这类城市的污染治理;而非老

工业城市市场化程度较高,对环境质量诉求更多,进而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提升效果更显著。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高行政等级

城市

(1)

低行政等级

城市

(2)

资源型

城市

(3)

非资源型

城市

(4)

高经济发展

城市

(5)

低经济发展

城市

(6)

老工业

城市

(7)

非老工业

城市

(8)

双试点政策

(did)
0. 039

 

3∗∗∗

(4. 464
 

1)

0. 015
 

3∗∗∗

(4. 544
 

7)

0. 030
 

9∗∗∗

(4. 617
 

1)

0. 004
 

7

(1. 327
 

3)
0. 017

 

8∗∗∗

(4. 600
 

9)

0. 012
 

5∗∗∗

(2. 763
 

7)

0. 012
 

2∗∗

(2. 243
 

6)

0. 017
 

2∗∗∗

(4. 466
 

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847
 

6 0. 872
 

5 0. 827
 

5 0. 906
 

7 0. 876
 

8 0. 865
 

2 0. 853
 

4 0. 878
 

5

N 480 4
 

064 1
 

840 2
 

704 2
 

272 2
 

272 1
 

520 3
 

024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

(经验 P 值)

0. 000 0. 000 0. 075 0. 016

　 　 注:经验 P 值由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
 

000 次得出。

(六)空间效应分析

双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对试点地区减污降碳产生影响,对邻近城市减污降碳也可能会产生影响,基
于葛力铭等的研究,将双重差分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相结合,构建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SDM)的空间双

重差分模型,以分析双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33] ,公式如下:
pfcit =α0 +α1didit+α2controlsit+λ1(wpfcit) +λ2(wdidit) +λ3(wcontrolsit) +μi+vt+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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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w 为空间权重矩阵,由于邻接矩阵广泛应用于空间问题研究,故选用空间邻接矩阵表征,并
同时选取经济距离矩阵(w1)与反距离矩阵(w2)进行稳健性检验;wpfc 表征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

间滞后项;wdid 表征双试点政策的空间滞后项;wcontrols 表征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其余符号含义同

式(1)。
首先基于空间邻接矩阵进行全局莫兰指数检验,结果显示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全局莫兰指

数均显著大于 0,存在空间相关性;随后进行 LM 检验、LR 检验、Hausman 检验以及 Wald 检验,结果显示

应使用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6 所示)。 空间自回归系数 rho 显著为正,表明不

同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存在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将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得到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

协同效应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这三种效应均显著为正。 在通过替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

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双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本地

区和邻近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一是示范效应使得邻近城市通过学习和模仿

双试点城市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经验,进而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二是竞争效应使得邻近城市因双

试点城市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过程中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更高的经济社会效益而强化自身竞争

力,进而主动改善生态环境状况,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力度;三是本地区通过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及知

识溢出,进而带动邻近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治理[44] 。
 

表 6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变量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pfc(w)

(1)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pfc(w1 )

(2)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pfc(w2 )

(3)

直接效应
0. 014

 

4∗∗∗

(4. 063
 

7)

0. 015
 

6∗∗∗

(4. 286
 

4)

0. 017
 

9∗∗∗

(5. 232
 

7)

间接效应
0. 543

 

0∗∗∗

(5. 663
 

7)

0. 002
 

8∗∗

(2. 005
 

4)

0. 418
 

2∗∗∗

(3. 279
 

6)

总效应
0. 557

 

5∗∗∗

(5. 766
 

1)

0. 018
 

4∗∗∗

(4. 479
 

8)

0. 436
 

2∗∗∗

(3. 367
 

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Spa-rho
0. 484

 

1∗∗∗

(9. 763
 

5)

0. 312
 

0∗∗∗

(10. 922
 

4)

0. 930
 

0∗∗∗

(85. 156
 

9)

观测值 4
 

544 4
 

544 4
 

544

R2 0. 433
 

6 0. 397
 

9 0. 468
 

7

　 　 注:括号内为 z 值。

(七)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双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首先分析单一政策实施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 剔除

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作为单试点政策进行回归分析,选取“宽带

中国”示范城市为实验组,其余城市为对照组,回归结果如表 7 第(1)列所示。 由第(1)列可知,“宽带中

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 同理,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单试点政策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第(2)列所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表明

两项政策的单试点均能显著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其次,比较分析实施两种政策和仅实施单一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即实施双试点政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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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产生“1+1>2”的效果。 剔除未实施政策的城市,选取实施政策的城市为样本,实验组为实施双试点政

策的城市,对照组为仅实施单一政策的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7 第(3)列所示。 结果表明,单试点城市进

一步成为双试点城市能更显著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即双试点城市比仅是单试点城市对减污降碳协

同效应的影响更有效。
最后,分析城市实施这两种政策的先后顺序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 将先实施“宽带中国”战

略的双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而两种政策均未实施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第(4)
列所示,结果表明先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双试点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显著为正。 同理,由
第(5)列可知先成为低碳试点城市的双试点城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也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大于第

(4)列的结果,即先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更大。 低碳城市

的选择可能依托城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等因素,选择的城市均有能力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当这些城市具备一定的环境保护基础时,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进一步赋能低碳试点工作开展,进而

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效应[28] 。
 

表 7　 进一步分析

变量
“宽带中国”战略

(1)

低碳城市试点

(2)

双试点政策

(3)

先宽带后低碳

(4)

先低碳后宽带

(5)

双试点政策(did)
0. 006

 

6∗∗

(1. 971
 

3)

0. 006
 

1∗∗

(2. 229
 

8)

0. 017
 

5∗∗∗

(5. 382
 

9)

0. 018
 

0∗∗∗

(2. 886
 

1)

0. 018
 

4∗∗∗

(4. 215
 

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867
 

7 0. 868
 

3 0. 871
 

7 0. 865
 

1 0. 869
 

1

N 3
 

376 3
 

632 2
 

880 1
 

920 2
 

208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进入数字化、绿色化时代,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减污降碳的重要手段

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本文基于 2006—2021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等

研究分析了政策叠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 研究发现:(1)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通

过提升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3)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双试点

政策能同时赋能本地区和邻近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对高行政

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高经济发展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强;(5)进一

步研究结果表明,任一单试点政策均能显著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但赋能效果均不及双试点政策,此
外,先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更大。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重视政策叠加产生的巨大效应,扩大双试点政策的实施范围。
应设立双试点政策专项基金,鼓励企业推动减污和降碳协同治理,不断总结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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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影响经验,持续优化政策实施路径、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差异

分层选取新试点地区,并优先考虑在已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地区加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

落实,实现政策资源精准匹配。 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搭建智能化碳排放监测平台,为双试点政策制定和

企业减排提供数据支撑。 (2)完善绿色技术创新各项措施,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应不断

改进人才引进机制,在住房、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完善投资补助和贷款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同时,构建资源和信息共享平台,吸引创新型人才主动落户、企业主动投入绿色技术创新,助力经济社会

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 (3)注重各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开展减

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 高行政等级城市应进一步强化和改善现有措施,通过传授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

验带动低行政等级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资源型城市应进一步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加强与非资源型城市合作交流;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应借鉴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环境治理经

验,定期与其开展绿色发展合作交流;老工业城市应突破产业转型阻力,与非老工业城市建立产业合作

机制,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能。 (4)发挥城市合力,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开展。 由于双试点政策

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可以辐射周边地区,各城市间应打破信息壁垒,构建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

台,定期组织研讨会和交流会,加强合作交流、强化合作意识、提高合作能力,避免恶性竞争,协同推进减

污降碳工作开展,共同助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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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ing
 

the
 

synergy
 

effect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en
 

the
 

“ Broad-
band

 

China”
 

strategy
 

is
 

superimposed
 

with
 

the
 

pilot
 

policies
 

of
 

low-carbon
 

citi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a-
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goal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4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and
 

the
 

dual
 

pilot
 

policy
 

of
 

low-carbon
 

cities
 

on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1)
 

The
 

dual-pilot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synergy
 

effect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effect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single-pilot
 

policy.
 

2)
 

The
 

dual-pilot
 

policies
 

can
 

enhance
 

synergies
 

in
 

redu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by
 

promoting
 

innovative
 

and
 

improve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3)The
 

dual-pilot
 

policy
 

will
 

not
 

only
 

enhance
 

the
 

synergy
 

effect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the
 

region,
 

but
 

also
 

in
 

the
 

neighbouring
 

cities. 4)The
 

synergy
 

effect
 

of
 

pollu-
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cities
 

with
 

high
 

administrative
 

levels,
 

resource-based
 

cities,
 

citie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on-old
 

industrial
 

cities
 

is
 

mo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dual
 

pi-
lot

 

policy.
 

(5)Becoming
 

a
 

low-carbon
 

city
 

before
 

becoming
 

a
 

“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redu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huge
 

effect
 

released
 

by
 

the
 

superimposition
 

of
 

policies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the
 

potential
 

of
 

green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mpower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itie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While
 

carrying
 

out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he
 

synergy
 

a-
mong

 

cities
 

should
 

be
 

fully
 

ex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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